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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美术教育家，当代中国人物画大师，黄土画

派创始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顾问，陕

西省文联原副主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黄土画派艺术研

究院院长，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文西，于

2019年 7月 7日13时 5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

86岁。

刘文西1933年生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

水竹村，曾受教于潘天寿等人。1958年从浙江

美术学院毕业后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1991年

至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2004年至去

世前一直任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西安美

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

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欢共乐》《祖孙四代》

《黄土情》等早已被奉为经典。他画的《毛主席

像》也被印在了第五套人民币上，成为最广为流

传的作品。教学工作、领导职责、社会活动、深入

生活、创作实践，构成了刘文西全部生活的紧张

节奏。他在长年的苦乐中得出一个道理：你要创

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

们会启示你怎么创作，路该怎么走。

刘文西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创作充

分展现了他的“独到之处”。其中有画家表现领

袖、歌颂人民的作品，也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坡

的人物写生，画家突破了中国画已有的审美程

式，创造性地吸纳西方现代艺术的成就，在东西

方艺术大交流中开拓中国水墨画的新领域。

为毛主席画像
学生时期的刘文西就很崇拜毛主席，他常

对人说：“毛主席很伟大。”正是因为对毛主席的

热爱，几十年来他收藏了毛主席的许多照片。

“画了一辈子毛主席，但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刘

文西曾坦言，他所有作品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照

片所刻画的，虽显遗憾，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

领袖情结。刘文西的重要作品有《东方》《毛主席

和牧羊人》《解放区的天》和巨幅系列长卷《黄土

人》等。当然，刘文西笔下的毛主席，最让大家印

象深刻的还是人民币上的头像。目前使用的5

元、10元、50元、100元上的毛泽东头像都出自

他笔下，但仔细看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刘文西

说他最喜欢的还是100元的那一张。

他的成名代表作之一《毛主席和牧羊人》，

画面中的老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

毛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而主席面带微

笑、神情专注地倾听着老农的絮语，就连指间的

烟灰都忘了弹。这幅画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

技巧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刘文西的领袖情结，可以说挥之不散。

1997年，刘老作为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当时

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设计第五套人民币。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人员就找到他，请他为新版人民

币画像。当他领了为100元人民币画毛主席像

的任务后，无比激动，夜不能寐。怀着一种特殊

的感情，他精心选照片，专心创作，这一画就是

20多天，经过反复修改，方才定稿，并最后通过

中央领导的审定。

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

情。这么多年来，他对毛主席的敬仰从未有丝毫

改变。当年在中学课堂，刘文西第一次读到《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他的人生和艺

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刘文西用

了50多年走遍陕北。在那里，刘文西自然而然地

和普通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为人民画像
刘文西一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

策，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地艰辛创作，在

生活中画了大量速写，达两万余张。

他以陕北为生活基地，先后去了610

多次，每年花不少时间泡在这块浩瀚

而浑厚的黄土地上，与陕北人民交朋

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大量的作

品中力求描写陕北人民的特有个性

和气质，创作了大量关于陕北革命历

史题材和反映风土人情的作品。

当刘文西第一次看到《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就坚定了

自己一生的艺术信仰。1957年，大学

还未毕业的刘文西来到延安。在延

安，充满好奇的刘文西沿着革命先辈

的足迹不断寻访，他被共产党人那一

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

打动着，而这块黄土地上勤劳、勇敢、

朴实、善良、赤诚的人民，也让他魂牵

梦绕。1958年以来，刘文西先后100

多次深入陕北，走遍了陕北26个县

的山川沟壑，20多次在陕北过大年。

在陕北，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真

心真情同陕北人民相处，与老区人民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陕北

题材的作品。

在人物画创作实践中，早年受到潘天寿的

教诲，他吸取了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中的线描

造型技艺，又借鉴了西洋构图和明暗对比刻画人

物的手法，将西洋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中国画，

从而形成了刻画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人物内心世

界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人物画笔墨技巧方

面，他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

来，在造型上吸取西画中素描和色彩的精华加

进民间艺术中清新健康的朴素格调，巧妙地糅

合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刘文西

画老农形象多用焦墨干皴皱纹，染以淡墨表现

结构，最后赋彩润色，色墨结合恰到好处；画姑

娘形象则重染色，能够用不露笔痕的饱色表现

面部皮肤的新鲜圆润。总之他的人物画与一般

国画“人物”大不相同，有的寄托了他对杰出人

物的仰慕，对他们的理解与想象；有的表现了对

正义，对真理，对真情，对光明幸福的憧憬；有的

是对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热情讴歌；有的是对人

生社会的深刻理解与关注，表现出他在艺术上的

游刃有余。

刘文西常说：“我对西北的艰苦生活心存感

激，我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我艺术创作的力量和源泉，也是我生命

的依托。”

为时代画像
刘文西的艺术宗旨是：“熟悉人、严造型、讲

笔墨、求创作”。所谓熟悉人，就是决不概念化地

画人，无论陕北人或西藏人，都要抓住其鲜明的

个性和共性；严造型，就是严格地塑造人物形

象，主要是现实主义地吸取西画中科学的造型

技巧；讲笔墨，就是坚守中国画艺术的学术底

线，拓展传统笔墨的表现力；求创新，就是在前

面三项即生活、形象、笔墨语言过硬的基础上，

探索出不重复古人、洋人、前人和自己，在思想

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卓有新意的国画。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创作的《祖孙四代》，以

“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和笔墨

技巧的开拓性”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美术史上

的地位。此后又创作出一幅幅关注社会、关注人

类、关注生命的陕北系列作品。从《毛主席和牧

羊人》至《同欢共乐》，从《支书和老贫农》到《沟

里人》，他不断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寻找感

动自己的题材，进行典型化的思考与提炼，并最

大限度地用自己的绘画创作能力去刻画人物和

处理作品诸要素的协调整合，力求达到思想深

度和艺术高度的完美统一。

刘文西人物画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人

物群像有一种有机的整体关系，形成了内在的

张力。品味刘文西的作品，深感作者是画中的小

说家与戏剧家。尤其是他的巨构《黄土情》《陕北

人》，长度达28米以上，所绘近百人物，个个栩栩

如生，维妙维肖，人物的表情、动作、体态、正反背

侧，以及人物之间的呼应、人与景之间的关系，乃

至群像所连成动态的变化，人物的疏密起伏与姿

势表情，构成了戏剧的情节，内在的张力。

刘文西的创作与传统文人画中表现失意落

魄的封建文人与官僚士大夫消极、颓靡、乏味无

聊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表现黄土地人

传统文化精神风骨为主题，他作品中的“黄土地

文化”已经被彻底的中华民族精神化了。由于他

的艺术创造，使得黄土地成为中国人物画中一

个永恒的艺术图腾，它不仅深刻影响了20世纪

下半叶的一批批画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21

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刘文西坚信“我们承担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一定

要有作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刘文西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用画作走过每一

个时段的，他的画迹和履痕重叠在新中国美术

史上。尤其是他创作的大量以延安为题材的作

品，都是他扎根生活的具体表现，作品中的地域

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叠加，包括他笔下那些有着

“符号特征”的生动的形象，成就了刘文西艺术的

独特魅力。在他的引领下，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

认同、接受、追随刘文西的画风，以黄土地的普通

人物、景物为审美取向，在现代中国画坛形成了

重要的、具有鲜明独特画风的“黄土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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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分布在世

界各地，尤以文明古国居多。文化遗产是人类各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创造，因此，对于它的发

现、保护、认可以及利用都非常重要。文化遗产

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人们如何认识，不管认识

的或高或低，它都在那里成为一种不可移动的文

化标志。联合国这一大家庭通常用一种共同的

标准来权衡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把最优秀并具

有独特性的、符合共同价值观的那一部分精选出

来，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名录之中，成为所在国和

全世界共同保护的对象。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

份担当；这之中需要有荣誉的维护，也需要有责

任的担当。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有中国的良渚古城

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批准的还有

韩国的儒家书院（9 处），这确实让国人为之一

惊。因为书院也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早在唐

玄宗时期的东都洛阳紫微城就有丽正书院，距今

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书院到宋代形成

高峰，最著名的四大书院流传至今的有岳麓书院

等。此次入选的韩国书院建于 16至 17世纪，相

形之下，不管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肇始，还是书院

的发端，将中国置于此名之外亦是不堪。国人可

能不屑，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多达37项，而

韩国只有 14 项。无疑，这样的比较是不合适

的。应该敬佩韩国在申遗中的执著，早在 2015

年申请书院入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驳回申

请，认为就儒家书院而言，韩国难以与中国和日

本相比，“无法彰显其独特性”。然而，时隔 6 年

之后入选名录又如何彰显了其独特性？如果仅

仅是完善了申请内容，那么，这样的审批是值得

玩味的。

缅甸蒲甘古城的申遗历史又是另一种个案，

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 1995 年开始，到

为了申遗而颁布《文物保护法》，并划分了蒲甘文

化保护区，依法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本次通

过蒲甘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表现了缅甸为

申遗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对于遗产积极保护的

态度，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联合国和有关专家在内

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或

改变——要尊重文化遗产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以

及宗教文化的特别问题，而不只是不加区别的

“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文

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以及保护的种种问

题。显然，像蒲甘古城这样的案例确实比较特

别，因为它关联了这个佛教国家的文化遗产的状

况、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功能的发挥，以及其他

方面的具体问题。缅甸蒲甘古城的文化遗产与

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那一望无际、数量众多

的佛塔没有被废弃，它也不是考古发现，它一直

有着与当地民众关联的宗教功能的传承历史和

现实，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正是这一文化遗产

不同于其他的特别的内容。所以，在曾经有万余

座而现今剩下的 3822 座佛塔中，今天依然是缅

甸人供奉、贴金、续建的对象。而其中没有规划

的无序本来就是它的文化特点，何况保护区内还

有 68 处旅馆，连接了这个佛国之外的无数朝拜

的信众。因此，区别对待可能就成为文化遗产名

录审批的另外方面的权衡，正如同韩国儒家书院

入选一样。

在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和认定中，有着

对于标准的把握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问

题，韩国的儒家书院和缅甸蒲甘古城的入选足以

能够说明。亚洲地区本次获得世界文化遗产认

定的在总体上数量较多，日本、缅甸、印度、印尼、

老挝都有，反映了在亚洲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在发

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受到高度的关

注。而入选的印度翁比林煤矿则反映了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方面。显然，

基于人民创造、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入选文化遗

产名录的项目通常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创造

的鬼斧神工，可是，由荷兰殖民政府从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开发的翁比林煤矿，主要是开采、加

工和运输苏门答腊这一偏远地区的优质煤炭，其

煤矿开采系统实现了当地煤炭的高效深孔提取

和加工，反映了殖民者对于印度物资资源的掠

夺，开采技术的先进，以及整体规模的宏大。它

作为近代工业，在全世界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

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它完整保存到今天并显现

出如此的规模，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实际

上也就是 100 多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几乎

是眼前历史的近现代工业遗址的认识、保护和利

用，过去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偏差，特别是在现

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废弃、重建或改作他用

等等，使得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眼前消失。而那些

在电影中出现的旧城和街区，只能成为历史的回

忆和感情的寄托。

文化遗产的发现和认定很重要，有效的利用

从而体现其价值，同样很重要。比如巴黎利用世

界上最大的下水道工程而建立的“下水道博物

馆”，还有那表现出对逝者尊重的“地窟博物馆”，

都属于与印度翁比林煤矿旗鼓相当的文化遗产，

可是，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名录”上。因此，对于

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出现在“名录”之内的大都

可以理解，而对“名录”之外的如何认识和认定，

依然是一个问题。无疑，是不是在“名录”之内，

实际和境遇是大相径庭的，有着明显的差距。一

般来说，出现在“名录”中的往往都具有相当的规

模，而那些零星的不具规模的却对历史和文化相

当重要的遗产，缺少关注和支持则是这个“名录”

的局限。显然，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

历史的过程，这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国家的现

实状态相关联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

谈不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谈不到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的质量。所以，像伊拉克屡受战争摧

毁的文化遗产那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损失，更

是全世界的灾难，而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在世界

的知名度也大打折扣。

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过

程，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国的文化遗产数目在全

球居领先地位，这和政府日益重视文化遗产工作

有着紧密的关联，当然，也反映了公众对于文化

遗产认知水平的提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各个国家以及各个保

护单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状态和保护水平是

不一致的，有高有低，这很正常。对于中国来说，

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关系到国家文

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水平。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

究和利用等多方面的相互关联中，如何从过去积

极申报转向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都有一个

转变的过程。当然，利用的水平和利用的限度，

也考验着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像秘鲁的马丘比

丘遗址中尽可能拒绝现代人工的加入，护栏以及

公共洗手间等在这里都没有，更谈不上在遗址内

摆摊设点。这里的商业区远在山下的集中区域，

而上山则是通过保护区内的公共交通。另一方

面，处于原始状态的上山古道则是全世界驴友的

共同目标。这种开发利用的水平不在于现代化

的设施，不在于各种便捷或周到，相反，不便捷、

不周到就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需要特别

考虑的问题。所以，每一位造访者到此都不会有

任何埋怨，因为共同面对的是需要保护的世界文

化遗产，必须付出体力，必须面对这种不便捷和

不周到。

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是无时不

在的。如何去除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关系而突出

保护优先这一原则，这正是我们今天保护文化遗

产的基本态度和基础认识。在发展中国家，通常

会遇到遗产保护这样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在中

国，文化遗产基本上都对公众开放，都是远近闻

名的旅游胜地。然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众开

放之间的矛盾，以及文化遗产在公众中的作用和

影响的种种关系，应该如何来协调和处理？如何

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做到开放与保护并举？文

化遗产的开放与公园等其他旅游景点的开放是

完全不同的，如何表现出这种差别，而让文化遗

产在开放中能够有尊严地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景

区的存在，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仅仅依靠门前

那个醒目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

而在现实中，遗产的教育和遗产的研究同样

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何将遗产的开放和教

育结合起来，扩大文化遗产认知度中的文化内

涵，这之中公众受教育的普遍程度都取决于遗产

开放的水平。当然，遗产研究更为重要，因为保

护是一方面，研究是另一方面，且研究是保护的

又一方面。只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显现出保

护的意义，才能提高保护的质量，也才能显现出

教育的本质。所以，不管是遗产教育，还是遗产

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极为重

要的。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申报那些处于《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中的 61 项遗产，

另一方面要积极做

好遗产的教育和遗

产的研究工作，从而

提升中国的世界文

化遗产的保护水平，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保护做出贡献。


